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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黄 瑾,李军军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州350117)

摘要: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企业绿色生产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途径。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

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关系;作用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可

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赋能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政府数字化建设能够正向调节这种提升作用;
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东部地区、规模较大的企业、制造业和受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赋能效果更强。因此,要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人力资本质量,进一步加强数字政府

建设,从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助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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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

型,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经过多年的环境治理,
中国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全局性和显著性好转,但是

局部地区和部分领域的环境问题仍然存在。生态

环境部发布的《2024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中,超过三分之一

的城市未能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十四五”规划共设立20项核心发展指标,具有

强制实施属性的关键性约束指标共8个,其中环境

治理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3个

指标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的重要地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生态环

境治理与建设的重要指标,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效率

与技术创新应用,实现了经济增长范式向集约化、
低碳化的系统性转变[1]。依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2023年)》,2023年中国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超12万

亿元,占国民经济近十分之一。数字化转型顺应技

术趋势与经济升级需求,借基建渗透、数据要素配

置重构生产路径,推动新型动能形成、优化经济结

构。其还能提升企业生产自动化与要素、资源利用

率,支撑绿色可持续发展,是企业传统动能转新动

能的关键[2]。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科技创新的重要

力量,在中国绿色发展中承担着关键作用,既是绿

色转型的实践者,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因

此,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生态效率之间的作用关

系,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此背景

下,当前亟须解决的关键命题在于:如何通过数字

化转型来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

负荷的脱钩发展? 该研究不仅能够解构技术要素

与生态要素的协同演化路径,更有助于破解传统增

长模式下的路径依赖困境,为构建数字化驱动的绿

色生产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关于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相关研究

数字化转型这一概念被提出后,受到了业界的

广泛的关注与评价,其意义与内涵也在不断进行更

新。从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概念来看,杜晓荣和黄彤

欣[3]认为数字化经济形态正加速演变为驱动全球要

素配置效率提升的核心动能。这种基于数据要素

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突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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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流动的时空约束,实现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与创

新链的协同整合。曾德麟等[4]认为以数字化技术、
产品及平台搭建的基础设施作为转型开端,数字化

转型将在个人、组织与产业等多个维度掀起变革浪

潮。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对各类组织而言,既存在

着程度不一的积极效应,也伴随着不可忽视的消极

影响 。
从企业层面来看,数字化转型作为重构企业运

营架构的战略性革新路径,数字化技术渗透过程通

过技术赋能机制实现生产函数的重构。数字化革

新是企业从传统经济实体向智能生态跨越的战略

转折点[5-6]。这一变革不仅体现在生产效能的显著

提升,还表现为组织管理效能的优化和技术创新能

力的增强。企业可以重新配置各类生产要素,强化

供应链各环节的协作关系,加速了低碳创新要素的

跨域流动,从而推动整体经营绩效的持续改进,为
破解传统增长模式下的生态-金融双重约束提供了

系统性解决方案,最终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目标[7-8]。
1.2 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相关研究

程文先和钱学锋[9]指出在传统经济增长效率评

估体系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存在显著局限性,
其核算框架未能将环境负外部性及生态成本纳入

分析范畴,导致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判断存在系统性

偏差。相较而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将环境负

荷及生态退化现象内生化为生产函数的约束条件,
构建起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多维度评估体系。在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的演进过程中,学界不断

优化相应的计量范式。对于企业层面,目前一般采

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并结合ML生产率指数测度各

个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10-1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从

企业内部来看,技术创新能力[12]、长效稳定的绿色

金融支持机制,优化要素分配的智能化调控体系[13]

都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积极作用。从企

业外部来看,数字经济[14]、市场激励型环境规

制[15]、智慧城市建设[16]、市场机制效能[12]都是影响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
1.3 关于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

相关研究

从作用机制角度出发,数字化转型通过整合技

术与资源,系统性提升了生产资源配置效率[17],并
大幅增强了环保价值创造与绿色制造水平。数据

作为关键要素,不仅能精准追踪排放,还能驱动知

识创新[18]。同时,数字化显著优化了企业内部协

作,其网状沟通结构大幅降低了信息传递成本,提
升了响应速度,进而加速了环保决策[19]。这一进程

也放大了外界对企业绿色表现的关注。在信息高

度互联的环境下,缺乏真实环保行动的企业,将难

以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机遇[18]。
从各地区角度出发,城市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数字化组态主要是通过营商环境优化、数字基建

发展、数字创新驱动路径来实现的[20]。地区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受数字产业集聚的影响,主要通过绿色

技术进步得以体现[21]。
从企业角度出发,随着企业战略柔性的增强,

数字化转型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提升作

用[14]。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借助数字

化转型来实现。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能从两个维

度来推动这一提升:一是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水

平,二是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水平。通过这两个

层面的作用,助力企业达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21]。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驱动的组织架构优化

与制度革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的长期发

展韧性,有效规避潜在风险,助力企业在绿色发展

道路上行稳致远[22]。
综上,现有研究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关系奠定良好基础,但是多数都聚焦在宏观层

面,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从企业微

观角度出发,基于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

司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

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的边际

贡献在于:①聚焦微观企业维度,深度剖析数字化

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②从创新和

人才的中介角度,探究数字化转型是否会通过绿色

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优化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进一步丰富和佐证研究结果;③从不同地区、
不同企业规模、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以及不同行业的

角度来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异质性影响,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撑。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化转型赋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

数字化转型能够直接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随着数字技术在各

领域的广泛渗透,信息共享程度显著提高以至于

信息不对称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此,数字

技术不仅提高了决策的效率也降低了资源消耗,
有力推动行业朝着提升绿色生产率的目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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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23]。②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看,数字技术强化企

业绿色创新力,助其精准定位比较优势,优化污染

工艺、提升碳排放处置以缓解环境压力[24]。③数

字经济过去5年年均复合增长30%,重塑新经济

格局、促生活数字化;平台经济降资源错配,为绿

色消费提供可行路径。
数字化转型初期关键技术依赖外部,产业规模

可观但强度、专精不足,难契合产业发展,削效益且

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5]。因此,数字化转型

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

负面,即从短期来看可能有部分抑制作用,但长期

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大幅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增长。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化转型整体上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高,但在发展初期可能存在部分的抑制作用。
2.2 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转型赋能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中的作用机制

企业在追求绿色转型与效率提升的进程中,绿
色技术创新成为企业不可或缺的关键路径,数字化

转型能够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26]。
首先,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产业协同与创新合

作,为跨领域环境友好型协作提供系统支撑。它打

破传统壁垒,促进数据、生产要素与创新协作的高

效互动,增强绿色技术创新的网络效应和扩散效

率[27]。其次,数字化转型为绿色技术创新开辟了多

维赋能路径[28]。依托物联网感知网络与大数据分

析平台,精准把控资源的使用状况,优化资源配置,
进而有效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由此,提出以下

假设。
H2: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升起到中介作用。
2.3 人力资本在数字化转型赋能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中的作用机制

专业化人才资源作为战略性生产要素,其价值

创造体现在要素整合优化、创新动能培育及知识转

移扩散等多维能力体系[29]。一方面,在企业实施数

字化转型的进程中,企业在价值链中不断向上攀

升,对社会劳动力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对高端劳

动力的需要呈现出急剧增长的态势[30]。因此,随着

专业人才增多,充实着研发团队、促进着创新思维

涌现,催生前沿绿色技术,其应用减能耗污排,进而

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31]。另一方面,人力资

本提升含技能、知识精进及绿色理念接纳,高素质

企业员工环保意识强,促绿色发展,降环境成本、提

资源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双效双赢。由

此,提出以下假设。
H3:人力资本在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起到中介作用。
2.4 数字政府建设在数字化转型赋能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中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进程加速下,部分省级行政区优化政府

数据管理部门架构。此改革核心是结合智能治理

体系与前沿信息技术,构建适配数字化转型的行政

管理范式,强化政务服务效能,既体现地方政府对

技术变革的主动适应,也彰显数字治理理念的实践

转化[33]。
政府数字化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转型战略下,行政机构建电

子政务平台、优数字服务,提行政效能与政务公开

水平,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改善创新

生态,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制度保障[34]。与此同

时,公共部门运用智能化监管工具构建资本市场动

态监测体系,通过实时数据分析准确捕捉可持续发

展领域的投资趋势,不仅减少了资源的错配与浪

费,还推动了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有效促进了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35]。由此,提出以下

假设。
H4:数字政府建设在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分析,借鉴郭妍和张立光[36]的做法,
加入数字化转型及其平方项,构建非线性关系检验

方程来检验H1。
GTFPit=α0+α1GTFPit-1+α2DIGIit+α3DIGI2it+

α4controlsit+IDit+yearit+εit (1)
式中:GTFP为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i、t
分别为个体和时间;DIGI为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2

为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平方;controls为控制变量;

year、ID为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企业面对环境政策时会进行动态调整,绿色投资决

策具有跨期效应,并且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路径依赖

特征,企业绿色技术积累和环境管理能力的形成是

一个渐进过程。因此,为了更精准地刻画其动态变

化规律,在研究模型中加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一

阶滞后项。
为了进一步验证H2、H3是否成立,构建以下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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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FPit = β0 +β1GTFPit-1 +β2DIGIit +
β3controlsit+IDit+yearit+εit

(2)
INTERit =γ0 +γ1INTERit-1 +γ2DIGIit +

γ3controlsit+IDit+yearit+εit

(3)
GTFPit = δ0 +δ1GTFPit-1 +δ2DIGIit +

δ3INTERit+δ4controlsit+IDit +
yearit+εit (4)

式中:INTER为中介变量,分别代表绿色创新和人

力资本。
为了进一步验证H4是否成立,构建以下模型。
GTFPit=θ0+θ1GTFPit-1+θ2DIGIit+θ3DIGI2it+

θ4govit+θ5govit×DIGIit+θ6govit×
DIGI2it+θ7controlsit+IDit+
yearit+εit (5)

3.2 变量定义

3.2.1 被解释变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借鉴崔兴华和林

明裕[37]的做法,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基于松弛变

量的测度(slacmeasure,SBM)函数和最大似然估

计(maxinumlikehood,ML)生产率指数测度企业的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如表1
所示。

表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定义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动力要素 员工数量

资本要素 固定资产净额

能源投入
企业所在城市工业用电量按企业从业人

员占城市城镇人员就业比重进行换算

期望产出 企业营业收入

非期望产出

以企业从业人员占所在城市城镇人员就

业比重对“工业三废”即工业二氧化硫、
工业废水、工业烟粉尘排放量进行换算,
作为企业非期望产出的代理变量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DIGI):采用文本分析法测度企业

数字化转型,依据吴非等[38]的做法,将上市公司企

业年度报告中相关数字化词汇(人工智能技术、区
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的出现频

次进行了汇总,为了避免数据的右偏性,在汇总基

础上采取了加1后取对数的标准化处理方式,最终

得到数字化转型指数DIGI,以此作为企业数字化转

型程度的代理指标。
3.2.3 中介变量

绿色创新(lngreen):参考宋钰等[39]的做法,企
业的绿色创新程度可以通过绿色专利授予数量或

绿色专利申请量来衡量。考虑到专利的授予是需

要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时滞

性,因此,采用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1取自然

对数来呈现企业的绿色创新程度。
人力资本(human):企业员工中学历在本科及

以上的占比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
3.2.4 调节变量

数字政府建设(gov):参考孟元和杨蓉[40]的研

究成果,将所在城市使用了“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
的政策设为处理组,未使用的设定为控制组,设定

分组虚拟变量treat,使用政策的样本取值为1,未使

用取值为0;时间虚拟变量post表示使用改革政策

前后,使用改革政策前赋值为1,使用改革政策之后

赋值为0;Treat与Post的交叉相乘项,即为数字政

府建设的虚拟变量(gov)。
3.2.5 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研究,从微观层面选取相应指标作为

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周转率(ato)、企
业年龄(age)、净资产收益率(roa)、营业利润率

(profit)、现金流状况(cash)。变量的具体说明如

表2所示。

表2 样本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符号) 变量定义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DIGI) 数字化相关词频加1,取自然对数,熵值法确定各权重

被解释变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以SBM-ML模型测算得出

中介变量
绿色创新(lngreen) 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

人力资本(human) 企业员工中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占比

调节变量 数字政府建设(gov) 政策变量和时间变量交互项

总资产周转率(ato) 营业收入与资产平均总额之比

公司规模(size)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营业利润率(profit) 营业利润与营业收入之比

企业年龄(age) 企业成立年限

净资产收益率(roa) 净利润与总资产平均余额之比

现金流状况(cash)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初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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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样本选择

选取样本区间为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

公司数据作为初始样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处

理与筛选:删除ST、*ST、金融业及期间退市的公司

样本;剔除关键核心数据缺失样本;对部分缺失数

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数据来源于 CSMAR
(ChinaStock Market & Accounting Research
Database)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最终取得12810个数

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指标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GTFP 12810 0.913 0.143 0.729 0.860 1.415
DIGI 12810 1.250 1.248 0.000 1.099 5.768
DIGI2 12810 3.120 4.701 0.000 1.207 33.274
ATO 12810 0.631 0.426 0.003 0.548 8.601
AGE 12810 13.616 6.724 1.000 13.000 33.000
ROE 12810 0.064 3.942 -76.764 0.057 281.989
profit 12810 0.026 1.935 -167.762 0.060 50.243
size 12810 22.514 1.288 17.640 22.360 27.620
cash 12810 0.057 0.093 -2.685 0.053 4.636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由于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可

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模型变量直接可能产生内生

性问题,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leastsquares,
OLS)估计不一致。为解决该问题,采用系统广义矩

估计(generalizedmethoolofmoments,GMM)模型

对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基准

回归分析,并引入数字化转型的二次项进行非线性

回归,如表4所示。列(1)表示未加入DIGI二次项

和控制变量且未固定个体和时间时,系数在1%的

水平上显著,可以初步得到结论数字化转型可以促

进绿色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列(2)表示在未加入

控制变量时,L.GTFP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确

实存在时间的滞后效应,并且由DIGI及其二次项

的结果表明,初步验证满足H1:数字化转型整体上

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发展初期可能

存在部分的抑制作用。列(3)在加入相应的控制变

量后,其回归结果依旧显著,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与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

U形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传统制造业存瓶颈:
多数企业仅局部应用技术,未实现技术与生产系统

融合,导致重资产制造企业创新生态落后,抑制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数字技术冲击传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GTFP GTFP GTFP

L.GTFP
1.275*** 1.083*** 1.093***
(63.71) (57.36) (108.34)

DIGI
0.203*** -0.044*** -0.016***
(19.08) (-2.95) (-3.58)

DIGI2
0.010** 0.005***
(2.25) (3.49)

ATO
1.580***
(7.96)

AGE
-0.043***

(-4.91)

ROE
2.022***
(4.03)

profit
-0.802*
(-1.83)

size
0.273***
(3.68)

cash -0.028
年份固定 NO YES YES
个体固定 NO YES YES
AR1 0.000 0.000 0.000
AR2 0.159 0.011 0.437

Hansen检验 0.046 0.150 0.241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

显著。

统产业结构,使其难应对变革,易催生“破坏性

创新”[41]。但当超过拐点后,数字化转型开始深入

应用,生产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得到了优化,
对生产过程中的绿色化转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提
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采用以下

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更换计量模型。分别采用系统GMM的一

步法与差分GMM法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
列(1)所示,结果表明DIGI及其二次项在5%的水

平上保持显著,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U形关系仍然成立,验证了稳健性。
(2)更换解释变量。将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替

换为赵宸宇等[42]的做法,采用文本分析法。其中数

字化转型的关键词频包括互联网商业模式、数字技

术应用、智能制造以及现代信息系统这四个方面,
统计这四方面关键词的披露次数,再对统计的词频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使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

重,最终确定数字化转型指数。更换解释变量后的

结果如表5列(2)所示,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之间仍然存在U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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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GTFP GTFP
GTFP

更换解释变量
GTFP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GTFP

剔除2020年以后数据

L.GTFP
0.958*** 1.084*** 1.088*** 1.089*** 1.013***
(3.22) (99.62) (83.86) (91.61) (54.60)

DIGI
-0.078** -0.020** -0.020*** -0.035***
(-2.24) (-2.43) (-2.95) (-2.89)

DIGI2
0.072** 0.021** 0.025*** 0.023**
(2.06) (2.29) (2.88) (1.96)

L.DIGI
-0.020***
(-2.69)

DIGI
0.022***
(2.9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AR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R2 0.024 0.421 0.472 0.857 0.558

Hansen检验 0.994 0.865 0.121 0.723 0.206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3)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考虑到模型变量的内

生性问题,将数字化转型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

量,直接回归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探讨。结果如表5列(3)
所示,数字化转型及其二次项的估计系统分别为

-0.020和0.02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数字化转

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先抑制后促进的关

系成立,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
(4)剔除2020年以后数据。由于2020—2022年

新冠肺炎疫情对各行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

剔除2020年以后的数据以减少外部环境对实证

结果的影响。回归结果图表5列(4)所示,数字化

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035,在1%的水平上显著;
数字化转型二次项的回归系数为0.023,在5%的

水平上显著。数字化转型能提升绿色全素生产

率,且U形关系 仍成立,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

健性。
4.3 异质性

4.3.1 企业所在区域异质性

考虑到不同省份在政策支持力度、市场成熟度

以及产业基础等方面的显著差别,数字化技术应用

对各地企业的实际效果可能存在明显分化。
将样本划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部分,分别对

三组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列(1)所示,无
论是哪一个地区,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的U形关系始终存在。东部地区经济增速高、
是全国发展主力且各方面领先,沿海省份凭优越区

表6 异质性分析结果1

变量

(1) (2)
GTFP GTFP GTFP GTFP GTFP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大规模 小规模

L.GTFP
1.123*** 1.069*** 1.053*** 1.150*** 1.094***

(101.90) (32.96) (45.03) (22.81) (35.84)

DIGI
-0.008*** -0.030** -0.006* -0.024** -0.007
(-3.15) (-2.11) (-1.82) (-2.17)(-1.37)

DIGI2
0.002** 0.006** 0.001* 0.006** 0.002
(2.50) (2.05) (1.65) (2.01) (1.3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AR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R2 0.965 0.903 0.017 0.782 0.435

Hansen检验 0.458 0.621 0.548 0.553 0.706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

显著。

位与创新环境,在高端人才集聚和技术研发上优势

显著,数字化转型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中西

部地区受区位和发展基础限制,人才保有与科创

难,还面临人才外流,转型系数在5%~10%显著,
人力配置失衡加剧创新要素分布不均。
4.3.2 企业规模大小异质性

企业的规模大小不同,也会导致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不同。以企业总资产的平均数作为衡量样

本中企业规模大小的标准,高于平均数的为大规模

企业,低于平均数的为小规模企业,分别对其进行

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列(2)所示。
大规模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回归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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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二次项系数为0.006,均在5%的水平上显

著;小规模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回归系数为-0.007,
二次项系数为0.002,但回归结果不显著。这可以

说明,大规模企业资源储备丰富、数字化转型支持

更足,且抗风险强、转型进程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会随转型提升;小规模企业数字化转型尚处初步探

索阶段,难充分获取和利用相关资源,导致其数字

化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不显著。
4.3.3 企业所处不同行业的异质性

为了验证不同行业之间的数字化转型与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的差异,参照李明洋和张

乃丽[43]的做法,将企业划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两

种类型,分别对其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列(1)
所示。

结果显示,两种类型的U形关系仍然成立。但

制造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比非制造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升程度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制造业是中国第二

产业重要行业,具高能耗、高污染特点。数字经济

发展与资源紧张背景下,其绿色转型成我国发展重

点,国家会投入更多人力财力,以数字化转型推动

其绿色转型。《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

(2023)》显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领先,在评估企业

中占比为42.3%,显著高于其他行业;数字技术深

应用使其在节能减排、资源优化上突破,进而提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4.3.4 企业融资约束的异质性

从企业投融资方面来看,资金可获得性的限制

会对投资活动产生显著影响。当面临融资约束时,
企业往往很难筹集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创新投资项

目,导致企业制定的创新目标受阻,失去了良好发

展的机会[44]。因此,参考许志勇和韩炳[45]的做法,
采用SA指数作为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指标,
通过将样本企业按照该指数的中位数值进行划分,
构建两个组别:SA指数高于中位数的企业被归入

高融资约束组(SA=1),而低于中位数的企业则被

划入低融资约束组(SA=0)。分别对这两个组别进

行回归。回归结果表7列(2)所示。
结果显示,对于受到高融资约束的企业,数字

化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但
对于低融资约束的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能够大幅

度提升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因此,低融

资约束的企业能够在需要资金进行数字化转型时

获得充足的资金,从而使得数字化转型进程顺利进

行下去,进而大幅度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水平。

5 中介效应
5.1 逐步法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绿色

创新和人才资本这两个核心中介变量来促进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验证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借鉴

温忠麟和叶宝娟[46]提出的三步检验法进行实证检

验。该方法能够系统性地分析变量间的传导路径,确
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表7 异质性分析结果2

变量

(1) (2)
GTFP
制造业

GTFP
非制造业

GTFP
高融资约束

GTFP
低融资约束

L.GTFP
1.090*** 1.071*** 1.123*** 1.068***
(49.34) (42.25) (47.11) (56.64)

DIGI
-0.028** -0.014** -0.010 -0.016***
(-2.47) (-2.01) (-1.51) (-3.71)

DIGI2
0.007** 0.005 0.003* 0.004***
(2.24) (1.62) (1.67) (3.1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ID YES YES YES YES
AR1 0.000 0.000 0.000 0.000
AR2 0.078 0.894 0.822 0.956

Hansen检验 0.565 0.166 0.0591 0.182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

显著。

在人力资本方面,由表8列(2)可知,数字化转

型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且在1%的水平上显

著,可以表现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吸引大量

人才,企业内高学历人才数量不断上升。由表8
列(3)可知,数字化转型和人力资本的系数分别为

0.018和0.00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人力

资本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起到一

定的中介作用,这是由于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正在

重塑企业的人力需求结构。企业数字化推进,减少

对普通劳动者依赖,更重复合型高素质人才。优化

人力结构助技术、知识转化提效能,数字技术还借

人才升级为企业绿色发展注动力[47]。
在绿色创新方面,由表8列(4)可知,绿色创新

的估计系数为0.797,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

字化转型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增加绿色创新专

利数量,研发出更多绿色化设备。由表8列(5)可
知,绿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绿色创新

来提高企业的绿色全要素增长率。这是因为,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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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下,创新有新特征:数字化平台扩创新主体

信息接触面,降低知识门槛、让各界获充足信息,增
强团队协作与创新力;先进数字技术还助企业实时

捕市场动态与消费偏好,精准创新,扩大研发成果

转化的投入与应用深度。
5.2 Sobel检验

为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在传统三步法基础

上补充了Sobel检验。首先,如表9所示,Sobel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此时中介效应均存在,并且

当解释变量为人力资本时,中介效应的占比为

43.93%;当解释变量为绿色技术创新时,中介效应

的占比为26.30%。这说明了人力资本和绿色技术

创新都发挥着较强的中介作用,且人力资本发挥的

中介作用更大。并且,Goodman-1和Goodman-2的

结果与Sobel检验高度一致,均显示间接效应显著。

表8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4) (5)
GTFP human GTFP lngreen GTFP

L.GTFP
1.203*** 1.179*** 1.284***
(66.82) (55.70) (52.03)

DIGI
0.174*** 309.056*** 0.148*** 0.797*** 0.118***
(18.39) (2.81) (10.96) (4.73) (12.30)

Human
0.003***
(4.88)

lngreen
0.025***
(2.87)

L.human
-0.093***
(-2.60)

L.lngreen
-0.309***
(-8.0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ID YES YES YES YES YES
AR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R2 0.059 0.052 0.150 0.014 0.028

Hansen检验 0.015 0.069 0.458 0.875 0.035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

显著。

表9 Sobel检验

变量 人力资本 绿色技术创新

Sobel检验
0.00027*** 0.00340***
(13.1) (11.42)

Goodman1检验
0.00027*** 0.00340***
(13.1) (11.41)

Goodman2检验
0.00027*** 0.00340***
(13.11) (11.43)

中介效应占比/% 43.93 26.30

 注:括号内为Z值。

5.3 Bootstrap检验

基于1000次重复抽样的Bootstrap检验显示,
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均未包含零值。这些结果进

一步证实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在数字化转型与全

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从而进一步验

证了H2和H3,即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绿色技术创

新和人力资本两条路径,最终推动企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增长。

6 调节效应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够正

向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

进作用。根据林伟鹏和冯保艺[46]对于非线性关系

的研究可知,当解释变量的平方与调节变量的乘积

项的回归结果为显著,则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

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系数为正时,说明调节

变量能够促进这种非线性关系。因此,回归结果如

表11所示,变量GOV×DIGI2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说明数字政府建设的确能够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

对绿色全要素增长率的提升作用。政府数字建设

一方面构建“数据整合-政策创新-要素配置”绿色发

展机制,以实时行业数据助力制定智能制造、绿色

能源等政策,引导资本流向生态产业,优化结构、强
企业竞争力,促经济生态和谐;另一方面优化营商

环境,投资基建给企业硬件支持,借政企合作开辟

业务路径,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商业模式

创新[49]。

7 结论与启示
7.1 结论

本文通过选取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

司数据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数

字化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U形非线性关

系,在初期存在抑制作用,但长期看来数字化转型

是可以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通过工

具变量法、替换核心变量和替换模型等方法进行稳

健性检验,结果是可信的。②通过地区异质性、规
模大小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

得出,在东部地区,规模较大的企业,制造业和受融

资约束较小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赋能效果更强。③通过逐步检验法、Sobel
和Bootstrap检验得出,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绿色

表10 Bootstrap检验

bootstrap检验 lngreen Z=11.28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0.0028 0.0041
human Z=12.84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0.0002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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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GTFP

L.GTFP 1.391***

(205.98)

DIGI -0.190***

(-6.24)

DIGI2 0.050***

(5.95)

GOV -0.016*

(-1.36)

GOV×DIGI 0.173***

(6.26)

GOV×DIGI2 0.045***

(5.87)

controls YES

year YES
ID YES
AR1 0.000
AR2 0.089

Hansentest 0.395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

显著。

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赋能来提升企业的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④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得出政府数字

化建设能够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7.2 启示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启示:①数字化

转型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键,政府需加强数

字基建、建高效数字治理体系,减轻企业转型负担;
企业方重视其战略价值,优化流程降成本,长远挖

掘数据价值。②对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分类指

导,设专项资金、给税费优惠,建统一数据互通机

制,助其低成本获技术与市场支持。③通过技术论

坛、引高端人才、扶环保科技企业缩小区域技术差

距,建长效激励机制促企业增研发、推创新成果专

利化。④构建人才支撑体系,完善引才机制、给予

竞争力待遇,健全技术入股等激励,激发人才活力,
实现人才集聚与产业升级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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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Jin,LIJunjun
(SchoolofEconomics,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350117,China)

Abstract:Digitaltransformationservesasacrucialpathwaytoenhancecorporategreenproductivityanddrivelow-carbontransition.The
mechanismbywhichdigitaltransformationimpacts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wasempiricalanalyzedusingA-sharelistedcompanies
data2013to2022andaSystemGMMmodel.ThefindingsrevealaU-shapedrelationshipwheredigitaltransformationinitiallysuppressesTFP
butlaterenhancesit.Mechanistically,corporatedigitalizationboostsTFPthrough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andhumancapitaldevelopment,
withgovernmentdigitalinfrastructurepositivelymoderatingthiseffect.Heterogeneitytestsdemonstratestrongerempowermenteffectsin
easternregions,largerenterprises,manufacturingsectorsandfirmswithlessfinancingconstraints.Toacceleratedigitaltransformation,itis
recommendthatitisnecessarytoadvancegreentechnologicalinnovation,improvehumancapitalquality,andstrengthendigitalgovernance
systemstoelevategreenTFPandpropelcorporategreentransition.
Keywords:digitaltransformation;greenTFP;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humancapital;digital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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